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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限制
———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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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欠缺，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中，我国《保险法》
从投保主体、被保险人同意权、保险金额等方面加以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缓和
了此限制性规定，将投保主体从“父母”扩张到“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同时修正被保险人同意权
的行使方式，不拘泥于书面形式。但仍面临投保主体标准不清、保险利益来源不明、未成年人父母同
意的行使陷入困境等等问题。我国应正视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客观需求，厘清亲子关系稳定
性、道德危险之防范、被保险人人格权之维护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人
限制于亲属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投保年龄不作限制，以死亡年龄进行效力限制。在未满 16 周岁之
前，保险金额限于丧葬费用，且不需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在届满 16 周岁之后，未成年人通过行使
“被保险人同意权”对超过丧葬费用的保险合同的效力进行追认或同意，未追认或同意的，仍以丧葬
费用为限。实行投保人与同意权人分离机制，对学校等社会团体作出变通规定，使未成年人死亡保
险的功能落到实处。
［关键词］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同意权;监护人;丧葬费用
［中图分类号］ D922． 2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 － 3306(2018)05 － 0087 － 12
DOI:10． 13497 / j． cnki． is． 2018． 05． 007
［作者简介］ 何丽新，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李金招，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为防范道德危险，稳定亲子关系，维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各国对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均予以严格
的限制乃至禁止。我国《保险法》第 33 条、第 34 条从父母作为投保主体、保险金额的高限以及被保险人同
意权的行使等进行三重限制。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则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未成
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限制。但此限制的松动，能否发挥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实质作用，是否符合投保实
务现状和未成年人保险保障的立法宗旨，尚值论证。
一、现行法对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规制模式
以未成年人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关乎未成年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而未成年人对生死认知并不充
分，因此道德危险的防范和控制极其必要。各国立法对此均予以不同程度的规制，主要存在六种模式:“完
全禁止”、“以丧葬费用为例外的禁止”、“以死亡年龄为界点的限制”、“以丧葬费用及未成年人同意为条件
的限制”、“以监护人授权及未成年人同意为条件的限制”、“限定保险金额的限制”(杜万华，2016)。我国
《保险法》从兼顾未成年人保险保障的供给出发，虽未予以完全禁止，但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规制:
(一)被保险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分
我国《保险法》第 33 条对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资格是依据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进行相应限制，禁
止父母之外的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但并未完全禁止父母之外的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因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故《保险法》并未严格禁止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成为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同时，基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血脉相连，制造道德危险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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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险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被保险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的限制。因此，在父母作为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人的情况下，无论子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8 周岁
以下)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8 周岁至 18 周岁)甚至是某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6 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均可成为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
(二)保险金额总和的限定
保险金额是防范道德危险的有效路径，保险金额越低，诱发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越小。对于父母为未成
年子女投保的，我国《保险法》第 33 条第 2 款以授权规定保险金额高限的方式进行限制，即因被保险人死亡
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
的规定①，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对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被保险
人不满 10 周岁的(《民法总则》改为 8 周岁)，各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被保险
人死亡时各保险公司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 20 万元;被保险人已满 10 周岁(《民法总则》改为 8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的，不得超过 50 万元。就此，通过保险金额总和的高限，以有效防控未成年人父母可能
产生的道德危险。但对比《保险法》第 33 条第 2 款和该《通知》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保险法》虽未就父母
对未成年人子女投保做出被保险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分，但该《通知》在保险金额总
和的给付上，却作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0 万元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50 万元的不同规定。此源于何故，无
法做出判断，但该《通知》强调这是“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保险保障”。
(三)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豁免
各国保险法于死亡给付保险的情形，皆赋予被保险人同意权，其意在于将道德风险的大小交由被保险人
自行判断，通过被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投保动机及保险金额进行控制，以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权”，达到阻却
“谋财害命”道德风险的发生(樊启荣，2007)。因此，被保险人同意权是尊重被保险人的人格权和意思自治
的体现，也是与被保险人“生死攸关”的一项同意权。我国《保险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
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但该条第 3 款同时规定，父母为其未成年
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本条第 1 款规定的限制。可见，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给付保险，无须经被
保险人同意。但非父母为 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投保的，仍应经过未成年人的同意。
从《保险法》第 33 条、第 34 条的上述规定分析，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投保主体仅限于其父母，
导致该群体的未成年人的保险保障权利受到较大的制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孤儿的投保权利(许崇苗，李
利，2009)。同时，《保险法》并未禁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死亡保险的被保险人，其本人是否具有行使
被保险人同意权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必须经过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就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保险法
司法解释三》，其中第 6 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之外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为未成年人订立以死亡为给
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当事人主张参照《保险法》第 33 条第 2 款、第 34 条第 3 款的规定认定该合同有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经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的除外”。可见，《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对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
的规制作出一定的缓和性规定。
1．投保人主体的扩张
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条的规定，在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人可
以为“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该规定一方面扩张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主体的范
围，将从“非父母主体的绝对禁止”修正为“父母同意下的限定的主体”，另一方面限缩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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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在 1995 年《保险法》和 2002 年《保险法》生效后，先后发布《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人子女投保
死亡人身保险限额的通知》(保监发【1999】43 号)、《关于在北京等试点城市放宽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金额通知》(保监发
【2002】34 号)、《关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10】95 号)文
件，对上述保险金额总和分别予以 5 万、10 万、10 万的限定。
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主体，将从“父母之外的任意主体”修正为“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周芳，2016)。这样，不
仅是父母可以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而且是在父母同意下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也可以为未成年人
投保死亡给付保险。对父母之外的主体，不再以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未成年人作为被保险人进
行区分，只要经过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均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的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人。
2．被保险人同意权行使方式的修正
从人性尊严出发，在以被保险人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死亡保险中，只有被保险人亲自行使同意权才
能达成保险合同的效力。我国《保险法》第 34 条也规定，在死亡给付保险合同下，只有被保险人对该保险合
同进行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但是，该条款对“同意”的性质、形式和时间点并
不明确。在被保险人同意权行使的过程中，由于“同意”行为是一个单方意思表示行为和处分行为，如何识
别“同意”?是明示同意还是默示同意?是一般同意还是书面同意?是“事先的允许”还是“事后的承认”?
均不明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1 条第 1 款作出规定，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
据《保险法》第 34 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因此，这里的“同意”，可以是任何方式，书面的、口头的
等方式均可，无需拘泥于书面形式。
可见，为适应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迎合电话保险、网络保险等缔约方式的多样化，《保险法司法解释
三》就被保险人的同意权从书面形式演变到不严格形式要求的过程。同时，《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1 条第 2
款还作出具体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
(1)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2)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3)有证
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就此分析，在为他人订立死亡给付保险合同时，被保
险人事先并不知晓保险合同的存在，也没有进行过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但在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
对该合同进行追认，或对保险受益人表示同意的，均达到“同意”的效力。总之，《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不仅修
正强制要求被保险人的同意以书面形式作出，而且允许被保险人于事后作出同意，甚至可以采取推定方式来
认定被保险人的“同意”。
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人身保险合同特别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
但是，其中对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所作出的缓和性规定，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投保主体标准不清
监护是监督和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立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将“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纳入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主体，前提是征
得未成年父母的同意。但是，对“履行监护职责”的判断标准缺乏明确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0 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
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
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其进行诉讼。那么，该《意
见》所规定的“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主体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规定的“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是否可
以归属为同一主体?从理论上分析，《民法通则》所建构的监护职责是全面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是
监护责任的转移，并非是监护人的变更，《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所规定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并
非必然成为《民法通则》下的“监护人”。我国有关“监护权委托转移制度”①下的监护职责的转移，有的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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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22 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
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6 条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职责
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上述规定构成监护权转移的依据。
面受监护人委托履行监护职责，有的是部分或单项履行监护职责，是否部分或单项履行监护职责的人都可以
成为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主体?当部分或单项履行监护职责时，履行时间的长短是否存在要求?
是否只有在履行监护职责的期间才能成为投保主体，还是严格要求全面履行监护职责达到监护人的标准进
而符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规定的投保主体?同时，“履行监护职责的人”是仅指自然人还是包括法
人或其他组织?这些问题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下语焉不详，导致司法的混乱。特别是 2017 年 3 月颁布
的《民法总则》完善了《民法通则》的原有规定，构建家庭监护、组织监护、国家监护的全方位立体监护体系，
明确了民政部门、村(居)委会等组织在国家监护和临时监护中承担监护人这一重要角色，①那么，“履行监
护职责的人”的识别问题不仅存在现实问题，在《民法总则》生效后更陷入困境。
客观承认，《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意于解决我国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保险保障问题，但此扩张
性的解释却无法解决未成人死亡给付保险中的基础问题即投保人主体资格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
所在幼儿园、学校为未成年人购买死亡给付保险，或者未成年人外出旅行期间，负责照护未成年人的组织或
人员为未成年人购买死亡给付保险的，由于未成年人所在的幼儿园、学校或负责照护未成年人的组织或人员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或看护义务并非是《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所规定的“履行监护职责”，监护职责亦无
法适用于幼儿园、学校、照护人员与未成年人之间关系，因此，这些主体能否符合投保主体资格，更存争议。
同时，我国广大农村中的留守儿童，未成年人经常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生活在一起，就祖父母、外祖
父母为留守儿童购买死亡给付保险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的适用也存在理论上的障碍。此时，留
守儿童的监护人仍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只有在具有监护能力且具备监护权委托转移的情况下
才构成“履行监护职责的人”，而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的年事已高或无力监护，无法符合“履行监
护职责的人”(林艳琴，2013)，其投保主体资格的合法合理性同样存在质疑。
(二)保险利益来源不明
我国《保险法》第 31 条兼采同意主义和利益主义，明确规定了人身保险利益范围，其第 2 款规定，除法
定情形外，被保险人基于信赖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但此
以“被保险人本人同意”为前提。《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规定“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在未成年人父
母同意下可以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此时的“保险利益”来源是基于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而非被
保险人本人的同意。
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同意主义项下的保险利益来源于被保险人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存在当然的保险利
益，被保险人本人的“同意”构成权利主体的权利让渡。而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
无法作出有效的意思表示，更无以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让渡，因此，“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无法取代作
为被保险人的“未成年人本人的同意”。即使暂不论“同意”产生保险利益，仅从利益主义出发，人身保险利
益是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从而享有法律上所承认的经济利益，人身保险利益的实质并非是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关系，而是隐藏在这些法定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即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
继续生存有法定利益或合理的期待利益，对被保险人的死亡将蒙受损失或负有责任(施文森，1985)。我国
《婚姻法》第 21 条规定的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赡养义务是作为立法推定父母子女间具有人身保险利益的理
由(李游，2017)。在一个家庭中，这种法律上承认的经济利益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预期教育费用、医
疗费用等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占据并影响着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产生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生存以及健康的可
保利益。而“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如何确立在法律上承认的经济利益，不仅法律依据不
足，而且“经济联系”亦无法建立。在“经济性”保险利益无法建构的情况下，单纯的同意主义很有可能给部
分的被保险人带来人身危险，隐藏着较大的道德危险(吕岩、朱铭来，2009)。另者，现今社会下的未成年人
父母呈现多类型化，有生父母、养父母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不同类型的父母子女关系，其经济与情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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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民法总则》第 31 条，第 32 条。
系存在差异，以“至善”的父母全权行使亲权，不加区分地将“未成年人父母同意”取代未成年的被保险人的
本人同意，实质是泛化人身保险利益，导致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成为没有制约的特权。
(三)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陷入困境
从《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进行分析，未成年人父母同意是父母双方同意还是父母一方的单方同
意，才能成立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合同?而且，“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作为投保人时，未成年人的父母
如何行使“同意”?因为该条款建立在推定该“未成年人父母”应当具有监护权和监护能力，能够行使有效的
“同意”。如果父母自身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没有监护权，或因侵害未成年子女而被剥夺监护权，那么，此
父母又如何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同意”?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由“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取代父母作为投保
人的，一般都发生在父母因特殊困难无力投保的情形。如当父母因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时，依《民法通则》
的规定，监护权转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行使。① 这些主体购买的死亡给付保险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但父母却已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无
法征得其同意;或当父母患有精神疾患，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征求父母
同意，父母的“同意”的意思表示也是无效的;或当父母因疾病、伤残、经济极度贫困等不能实际履行监护职
责，或因犯罪被处剥夺自由而处以刑罚时，虽然父母尚有民事行为能力，客观上又如何征得父母的同意?同
时，《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对父母同意的时间节点亦未明确，同意是否可以追认?这时父母的同意是
否可以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1 条的规定，以书面或口头或其他形式加以同意?综合该司法解释条款
分析，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四)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发生争议
根据《保险法》第 34 条第 3 款的规定，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仅不受普通死亡保险合
同的限制，而且无论是保险合同的生效还是保险单的流转与质押，都无须征得该未成年人的同意(法律出版
社法规中心，2012)。但父母以外之人，《保险法》在禁止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的同时，明
确规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时，应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可是，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被保险
人本人还是其法定代理人行使同意权，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被保险人由于
智力、年龄或者精神状况的原因在行使同意权上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能否真正理解签订死亡保险合同的行
为，能否真正预见到死亡保险合同签订之后对于自己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所以，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同意权，应由被保险人的法定代理人行使。且依民法原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行
为或权利，通常由法定代理人行使。保险法为民法的特别法，故保险法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使同意权，
亦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否定说则认为，代理常见于财产行为，而被保险人同意权涉及人性尊严，应
以被保险人自行决定投保为妥(江朝国，2015)。同时，若限制民事行为人的法定代理人既可为限制行为能
力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又可以法定代理人之名义直接代为被保险人行使“书面同意”，既当“运动员”又为
“裁判者”，将使被保险人同意权之意旨落空，无法防范道德风险之发生，故应由被保险人亲自行使(梁鹏，
2010a)。
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直接规定由未成年人的父母行使被保险人同意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
亲权在保险法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一方面，允许父母作为投保人可以不经未成年人同意而全权为未成年人
投保死亡给付保险，而另一方面，父母又以法定代理人的名义直接为被保险人(未成年人)行使“投保同意”、
“认可保险金额”乃至“指定受益人”。这两种身份的重叠，两种权利的重合，使得未成年人的被保险人同意
权完全被架空，其人身权益也受到潜在的威胁。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中，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
的生命，当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不为同一人时，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加大。被保险人同意权是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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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法总则》第 27 条进一步扩充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范围，除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或组织只要经过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同意的，均可作为监护人。
决定是否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保险标的的权利，是赋予被保险人对道德风险的评估权，是尊重被保险人人
格权的体现，而未成年人的父母直接取代未成年人作出“被保险人同意权”，实质上就是未成年人的父母行
使或处分未成年人的人格权。
三、反观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限制之理念
从性质上分析，死亡保险所承保的人身权益具有专属性，并不是资本性保险，与财产保险属纯粹的商业
行为不同，存在强烈的伦理性，除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应维护被保险人的人格权。因此，于一般情形，基于被
保险人同意权的运用，可实现此立法意旨。但在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的情形下，由于未成年人意思能力的缺
陷，致其行使同意权存在障碍，进而使得相应之立法宗旨无法顺利实现。《保险法》区分父母投保人和非父
母投保人设立不同的限制规则，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则基于亲子关系稳定性对死亡保险道德风险
的判断，一定程度上以牺牲被保险人人格权的维护为代价来规制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因此，有必要全面探源
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限制理念。
(一)防范不良父母的道德危险
道德危险之防范是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须考虑的第一要旨。因未成年人的“被保险人同意机制”运行受
阻，故仅能仰赖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亲子情感的稳定性予以防范道德风险。若立法者对亲子关系的稳
定性有相当信任，认为其足以抵制高额保险金的诱惑，则必然对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保险的限制较为
宽松;若立法者对亲子关系的稳固性缺乏信心，认为父母子女之间感情可能被金钱诱惑所破坏，则必然会采
取父母投保人与非父母投保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施加严格限制。
我国保险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亲子关系稳定性的评估较为乐观，虽已认识到以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投保
死亡保险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但仍扩张性地将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下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作为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人，且赋予父母直接履行未成年人的被保险人同意权，此皆表明对亲子间感情
抵制金钱诱惑的能力持乐观态度，认为亲子关系的稳定性可有效防范道德危险的发生。但反观我国台湾地
区“保险法”，从 1929 年“保险法”禁止为 12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到 1937 年、1963 年、1974 年、
1992 年、1997 年、2001 年、2010 年多次修订此条款，都对亲子关系的稳定性持不同评估和预期。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在 2010 年修订法案中说明第 107 条的修正理由时直言:“现行条文规定未满十四岁之未成年人
得在丧葬费用范围内投保人寿保险，惟引发各界对于是否有投保后将该等被保险人谋害藉以领取保险金之
疑虑，故修正第一项……”(朱政龙，2010)，可见，该条款的修订，正是为杜绝不良父母由于觊觎儿童死亡的
高额丧葬费用而诱发谋杀儿童的道德风险。探其背后原因，乃是台湾地区“立法者”对台湾地区现今之亲子
关系稳定性的悲观评估，故于“保险法”修改时彻底废除未满 15 岁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给付之可能性，即便
投保人为父母的亦不例外。①
(二)限制“处分”未成年人的人格权
由父母投保订立的未成年死亡保险合同，牵涉到未成年人的生命或身体，体现着未成年人的人格权。基
于保障人格权的不受侵害，应让被保险人知悉并决定是否愿意以自己的生命身体作为保险合同之标的，此被
视为被保险人对自己人格权的处分。但对于缺乏独立识别和控制能力的未成年人，“被保险人同意权”的立
法意旨无法实现。此时，立法者应充分考量特定主体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否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处
分”未成年被保险人的人格权。
我国亲子法不断发展进步，经历了古代的“家族本位的亲子法”、近代的“亲本位的亲子法”，到现代的
“子女本位的亲子法”的发展进程。但受传统亲子观的影响，家庭法仍遗留“父母本位”立法的痕迹，强调父
母权利而非父母责任，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管理和监督(王丽萍，2004)。亲子制度的设计一般围绕父母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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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地区“保险法”就未成年子女的死亡给付保险的年龄从 1929 年规定的“12 岁”，到 1937 年上调为“14 岁”，又到
2010 年上调为“15 岁”。
心展开，重视父母意志的实现，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有相当大的支配性，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住、
教育等事宜均有决定权，对未成年子女的人格利益亦有一定的支配权。就此反映在人身保险上，父母可适当
“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身体和生命，以未成年人生命身体为标的投保死亡保险而无需经过被保险人本人的同
意，由父母代为行使。此乃“父母本位”的亲子法理念在保险立法上的体现。
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国亲子法自二十世纪从“父母本位”逐渐演变为“子女本位”，即以子女之利益为依
归，明确了“以子女最佳利益”为考量的标准，强调子女独立的主体地位，否认父母对子女人格的当然支配
权，从强调父母的权利转变为父母的义务、责任(曹贤余，2015)。立法者受此立法理念的影响，认为父母并
无以未成年子女的生命身体为标的而投保人身保险的当然权利，故于死亡保险的情形，严格限制未成年人死
亡保险，即便投保人为父母也不例外，更无以言及父母直接履行未成年人的被保险人同意权。法国《保险合
同法》(2005 年 7 月 27 日修改)第 L132 － 3 条予以最严厉的限制，禁止任何人为 12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订立
死亡利益保险合同，违反该禁止规定的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
(三)考量死亡保险金额之高限
死亡保险制度的宗旨，是于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障其负有赡养、抚养义务的家庭成员的生活所需。但就
未成年人而言，通常不负有赡养、抚养其他家庭成员的义务，其死亡并不会导致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故似
乎并无死亡保险保障的需求。但是，人身保险合同是投保人用以转嫁被保险人的寿命风险和身体风险的一
种法律手段，在给予成年人防范危险和救济损失的同时，理应给予未成年人平等的保险保障机会。未成年子
女虽然通常尚无赚钱能力，其家属亦不依赖其收入生存，但是未成年人的生命延续对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具有
巨大的精神利益，存在非经济成本的支出和精神痛苦的损失，肯定未成年人的保险需求对保障亲子关系的稳
定性具有一定的作用。退一步说，即使未成年子女死亡，此时通过死亡保险金的给付，不足以安慰父母巨大
的精神损失，却能弥补一定的物质损失，一定程度上补偿家庭所支付未成年人抚育费用，也有助于该家庭第
二胎的生育、扶养或领养计划的实施，为未成年人所在的家庭提供一定的弥补损失的保险保障。因此，未成
年人保险在我国的保险业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若禁止未成年人的人身保险保障，将导致未
成年人无法得到保险救济的合法路径，也对保险业的发展形成阻碍和制约。《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将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投保主体扩张为“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从另一侧面表明未成年人确实存在保险
保障的空间。因此，未成年人的保险保障的需求，成为完善死亡给付保险制度的重要因素。
保险的本质在于填补损害，损害分为具体损害与抽象损害。一般的人身保险因生命无价，故不论其保险
金额多少，不会发生超额保险问题，属于填补抽象损害的“定额保险”。但在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下，为避免不
良父母发生以命换钱的道德风险，多数国家以保险金额的高限来规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保险金额的高
限存在不同的方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通知》中规定未成年人的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的上限
为 20 万元或 50 万元，该限额并非仅仅补偿因未成年人死亡而支出的丧葬费用。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
不完善，大众多有“养儿防老”的理念，虽然未成年子女不负有赡养、抚养义务，但其死亡亦会对父母或其他
家庭成员的将来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且基于父母子女间的伦理亲情，子女的死亡对父母所造成的精神损失远
超丧葬费用的支出，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通知》中并不以丧葬费用作为未成年人死亡给付的保险
金额上限。
四、重塑我国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限制路径
(一)充分肯定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客观需求
保险之宗旨为分散风险，风险愈大，则保险之需求愈迫切。未成年人较之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自我保
护能力较弱，故依赖保险以分化风险的需求较之成年人更为迫切。在死亡保险中因未成年人无负担家计的
任务而认为其不存在保险需求的观点，实乃对未成年人保险制度的曲解。首先，死亡保险是以人的生命身体
为保险标的的人寿保险，因生命无价，故人寿保险之目的并非补偿具体损失。以未成年被保险人是否负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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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抚养等义务为标准来判断死亡保险需求的有无，是片面地以损害保险的性质看待人寿保险。其次，从未
成年被保险人与父母投保人间的利益关系衡量，子女的生存或死亡对于父母之意义，不仅在于提供物质来
源，而是包含巨大的精神利益。虽然未成年子女作为被保险人的死亡，可能对投保人或受益人造成的物质损
失是有限的，但精神损害却不可估量。故认为未成年子女无死亡保险需求之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生命延
续对于父母或其他投保人的精神利益。第三，人身保险利益兼采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的立法，在被保险人同
意的情形下，即便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两者之间无任何利益牵连，任何人均可为其投保。这表明人身保险的目
的并不仅仅在于保障投保人或受益人的正常生活，同意主义已内含尊重和处分被保险人的人格权，而人格权
始于出生，未成年人的人格权应受到同等维护。总之，因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欠缺所造成的高风险性，及
人寿保险弥补抽象损害的本质，未成年人存在死亡保险的客观需求。
但以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较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确实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而道
德风险的防范，不能完全牺牲未成年人死亡保险需求，应合理评估亲子关系的稳定性。亲子关系间发生道德
风险实属低概率事件，亲子关系稳定性仍可信赖。同时，道德风险可通过相应配套机制进行防范。至于父母
以外的投保人为未成年子女投保死亡保险，虽无亲子关系的防线，道德风险的发生仍可通过保险金额的高限
进行。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无非是投保人或受益人可因被保险人死亡而获较大利益，使其甘冒刑事处罚的
风险而制造保险事故。倘若将保险金额限定于一定范围，使其无利可图，或者获利甚少，投保人或受益人在
权衡制造保险事故的成本与获益之后，自然不会有制造道德风险的动机。或有观点认为，道德风险发生概率
虽小，但一旦发生便涉及人命，故不可忽视。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值赞同，因发生道德风险的情形，不仅发生
于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亦发生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若基于保护被保险人生命权之
虑，而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单的存在，那么为何又允许其他死亡保单的存在呢?因此，基于亲子关系之稳定
性及保险配套机制的运行，已在相当程度制约了道德风险的发生，若仍然禁止未成年人死亡保单的存在，牺
牲其死亡保险需求，实乃“因噎废食”之举。
(二)以未成年人的亲属监护人作为投保人进行限制
未成年人监护是个人生存的必需，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已建立未成年人照顾、扶助、教育、监
督和保护为特定内涵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由于未成年人以其意思自主能力和识别能力为基础的民事行为
能力的不足，通过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确认和固化法律意义上的亲属范围，使监护与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兄
弟姐妹关系、扶养关系、收养关系乃至财产继承关系等制度内部沟通和衔接，形成完整的亲属制度模式(曹
诗权，2004)。我国《保险法》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投保人局限于父母，若父母丧失监护
能力，未成年人在此情形下更需要保险保障，但却是因无人投保而失去死亡保险保障。《保险法司法解释
三》第 6 条将“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下”的“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纳入投保人主体范围，由于“履行监护职
责的人”与监护人并非必然是同一主体，且如何实现“未成年人的父母同意”存在困难，导致投保人主体标准
不明。而如上所述，未成年人死亡保险存在客观需求，且对保险业务的拓展和家庭关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
义。因此，从监护人制度出发，我国《民法总则》已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顺序进行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顺位的法定监护人;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未成年人的祖父
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等近亲属作为第二顺位的法定监护人。在父母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由父母作为监
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在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或被剥夺监护权的情况下，由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成年兄姐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近亲属依此作为监护人，这些近亲属既以监护人承担未成年人的监护责
任，那么亦可以作为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且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或依法被剥夺监护权资格的，就
不存在这些投保主体还需要履行所谓“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再者，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监护人不可能
同时并存作为监护人，实施和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要么是父母，要么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等近亲属依
次作为监护人。即使发生监护职责的转委托，监护人并没有因此变更，因此，我国保险法可以直接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死亡保险的投保人。当然，《民法总则》将未成年人的监护分为亲属间的监护与非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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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间的监护，从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立法价值而言，投保主体的监护人不包括非亲属间的监护如未成年人的
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等机构监护人。
同时，以亲属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投保人，亦符合我国《保险法》有关人身保险利益的规定。
《保险法》第 31 条①规定法定的保险利益和约定的保险利益构成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存在保险利益。约定的
保险利益是以“被保险人同意”为前提，而未成年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意思表示能力欠缺，作为被保险
人的“同意”无法成就“投保人视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监护人(包括
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等近亲属)，与未成年人之间属于“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
其他成员、近亲属”，两者构成法定保险利益范围，不需要以“被保险人同意”加以制约。因此，以未成年人的
亲属监护人作为死亡保险的投保人，既明确投保主体问题，又解决保险利益问题，且奠定保险合同的效力
状态。
(三)以被保险人的死亡年龄进行效力限制
从世界各国或地区保险法分析，多是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低限来进行限制未成人死亡保险。有的是以被
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进行限制，如《韩国商法》第 732 条规定，将未满 15 岁未成年人的死亡为保险事故的保险
合同为无效;澳门地区“商法典”第 1032 条第 4 款规定，不得订立以 14 岁以下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之死亡
保险合同。在澳大利亚，对未成年人人寿保险的投保年龄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0 ～ 10 周岁(不含 10 周
岁)的未成年人不允许拥有任何保单;10 ～ 16 周岁(不含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可由其父母或监护人为其投
保;16 ～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张遥、刘渝，2009)。该立法模式是基于被保险人达
到特定年龄之后，其意志和身体能力足以应付投保人对其实施的保险行为的考虑，以此设定一个特定的年
龄，肯定未成年人在达到一定年龄时能够获得死亡保险的保障。但该模式一定程度上否认了那些未达到特
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对于死亡保险的保险需求。
我国《保险法》虽不以未成年人的投保年龄进行限制，但以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区
分，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进行限制。在该立法模式下，无法就特定年龄界定保险合同效力，无法在保险合同
的有效和无效之间设置效力待定中间区域。《保险法司法解释三》虽缓和对未成年人投保的限制，但同样存
在“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的困境。值得借鉴的是，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107 条经 2010 年修订后，其第 1 款规
定，以未满 15 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 15 岁之日起发生效
力。被保险人于 15 岁之前死亡的，其死亡给付不生效。这是以死亡年龄进行限制的立法模式，与我国合同
法中附生效条件合同有一定共通之处，即将未成年人的死亡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效力待定合同，合同效力的确
定，有赖于未成年人能否生存至死亡保险合同生效所约定的特定年龄。
应该承认，一定年龄以上的未成年人具有相当的意思表示能力，可以行使对死亡保险同意与否的自主决
定权，其所面临的道德风险相较儿童有所弱化(温世扬、武亦文，2011)。以被保险的未成年人的死亡年龄进
行效力限制，一方面有效防范道德危险，在未成年人达到特定的年龄下，其具有处分其人格权的意思表达能
力，通过行使同意权而认可其保险合同效力;另一方面，在未成年人未达到特定年龄下，肯定死亡给付保险需
求，通过保险金额加以限制。基此，笔者提出我国保险法可以 16 周岁为界限。在未成年人未满 16 周岁之
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亲属监护人可以投保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但保险金额限于丧葬费用，且不需经过
被保险人同意。在未成年人届满 16 周岁之后，随着学识和生活阅历的积淀，他们已经能够在一般意义上具
备对道德危险的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通过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对超过丧葬费用的保险进行“被保险人
同意权”的追认而转为有效合同。当然，此立法模式对“特定年龄”的把握要求甚高，如特定年龄规定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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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保险法》第 31 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
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
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
无效”。
承认超过特定年龄之未成年人的死亡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将带来巨大的道德危险，因此应设置合理的“特
定年龄”。同时，该“特定年龄”可以视情形而变化。如韩国《商法》在 1991 年修订时，由于就业年龄降低、学
生团体保险等现实的需求，将无效的投保年龄从 18 周岁下调至 15 周岁(崔吉子、黄平，2013)。我国《民法
总则》将 16 周岁以上以自己收入维持当地生活水平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充分表明 16 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其心智能力足以应付投保人对其实施的道德风险。同时，从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到 18 周
岁的成年人，存在过渡期，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通过行使“被保险人同意权”对父母或亲属监护人所投保
的超过丧葬费用的保险合同的效力进行追认，若没有经过 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追认或同意的，未成年人
死亡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仍然限制在丧葬费用范围内，这样既能达到道德危险的防范，又充分尊重未成年人
的人格自主权。
(四)以丧葬费用作为保险金额进行限制
以丧葬费用为限来设定保险金额，是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保险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死亡时所需丧葬
费用的一种限制方式。未成年人死亡时，支出合理的丧葬费用，既是死者人性尊严的体现和保障，又是未成
年人死亡给家庭带来的最大财产损失。因此，以丧葬费用为保险保障范围，既能满足未成年人死亡给付的保
险需求，又可切实有效地控制针对未成年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问题(梁鹏，2010b)。将保险金额限制在丧葬
费用范围内，投保人或受益人此时将无利可图，相对不会引发道德风险的发生，这是权衡未成年人的自我保
护能力和保险金额引发的道德危险而作出的利益平衡的临界点:
1．保险金额未超过丧葬费用的情形
依前文所述，从根源上阻却投保人或受益人获利的可能性，才能消除产生道德风险的担忧。若未成年人
死亡保险的保险金额限制在丧葬费用的范围内，使被保险人死亡时，投保人确实无利可图，就不会产生道德
风险。既无道德风险之虑，则被保险人同意权已无行使的必要。故无论是父母还是其他亲属监护人，均可无
须通过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即不需要经过未成年人同意来投保丧葬费用保险。但是，保险监管机关所公
布的丧葬费用，必须本着核实原则，在难以确定具体费用时，宜采取保守的评估，毕竟一个想要靠制造道德风
险牟取暴利的人，对于被保险人的感情通常是淡薄的或是欠缺的，因此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不会为被保险人
花费大笔的丧葬费用，否则就会削减其制造道德风险的实益(刘宗荣，2010)193。此外，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
一的地区，可结合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确定不同的丧葬费用标准。
2． 保险金额超出丧葬费用的情形
实付型的丧葬费用作为保险金额，属于补偿性保险。若严格将未成年人死亡保险严格限制在丧葬费用
范围内，禁止重复保险，不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也不符合人身无价的理念。因此，德国等国家并不强制禁止
超出丧葬费用而投保。但保险金额超出丧葬费用，则道德风险亦随之增强，有必要通过被保险人同意权制度
进行防范。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150 条规定，即使父母以其未满 7 岁的未成年子女为被保险人投保死亡保
险，若其保险金额高于一般丧葬费用，仍然必须获得该未成年子女本人的同意(孙宏涛，2012)。但若由未成
年人自己行使，因被保险人无法准确判断死亡保险的意义，这种同意可以较小的对价轻易取得，故防范道德
风险的目的同样无法实现。而若由法定代理人行使，则其可能既是投保人，又是同意权人，防范道德风险的
意旨完全无法实现。因此，无论是由法定代理人行使，还是由未成年人自己行使，均无法充分防范道德风险，
故应建立投保人与同意权人相分离机制。
(五)建立投保人与同意权人相分离的机制
被保险人同意的性质为单方法律行为，既为法律行为，行为人应当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我国《保
险法》赋予父母以未成年子女为被保险人投保死亡保险的当然权利，这样导致投保人与行使被保险人同意
权的人为同一人，防范道德风险实际发生空洞化，且由未成年人父母代理行使被保险人同意权，忽略当事人
意思自主性，未成年人的个人危险管理完全交给父母，其合理性质疑。保险投保属于相对复杂的法律行为，
已经超出了未成年人所能认识和控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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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弥补未满 16 周岁的人行使被保险人同意权的不足，发挥被保险人同意权对道德风险的牵制作用，要
建立投保人与同意权人分离机制(刘宗荣，2010) 198。当父母一方为投保人时，若另一方具备法定代理人资
格的，应由另一方行使同意权:父母双方为投保人时，则应由其他亲属监护人行使同意权。父母以外的亲属
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险，同意权人的范围可参照《民法总则》关于监护人范围的规定加以确定。若
多名监护人间因行使同意权发生争议，可提请法院裁定。
(六)鼓励为未成年人社会活动投保的变通规定
上述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限制，在扼制道德风险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幼儿园、学校等有关社团
在组织未成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投保行为。为鼓励未成年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台湾地区“保险法”对一定
社会团体为未成年人投保团体保险作出例外规定。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107 条第 5 款规定“其他法律另有
规定者，从其规定”，而台湾地区的“幼儿教育法”、“国民教育法”、“高级中学法”与“职业学校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对以学生为被保险人投保“团体保险”、“公共意外责任险”作了特别规定。这些学生自然也包括未
满十五岁的未成年人。台湾地区“教育部”亦明确说明，“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投保‘公共意外责任
保险＇及原已办理的‘学生团体保险＇系属‘法律＇明定需投保的保险，不受保险法第 107 条修正的影响”(台湾
地区“教育部”，2010)。因此，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107 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学校等社会团体为未成年人投
保包含死亡给付的保险险种。此例外规定是为保障学生团体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免一定社会团体因担忧过
高的风险而对组织未成年人社会活动望而却步。我国保险法对未成年人死亡保险进行限制的同时，应借鉴
台湾地区“保险法”的变通规定，既借以保险法配套机制来制约和防范道德危险，又充分发挥保险在促进未
成年人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从而促进身心健康成长的保障功能。
五、结 语
未成年人客观存在死亡保险的保障需求，但其认知能力的欠缺，道德危险发生概率较高。《保险法司法
解释三》第 6 条的扩张性解释，无法解决投保主体、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同意权等基础问题，应界定亲属监护
人作为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投保主体范围，以未成年被保险人的死亡年龄进行效力限制，辅以保险金额高限
的方式，尊重未成年人人格权，建立投保主体与同意权人分离的运行机制，保障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功能行
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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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trictions on Insurance for Minors with Death Benefit
—Comment on Article 6 of Interpretation Ⅲ of the Insurance Law
HE Lixin，Li Jinzhao
Abstract: Minors are deficient in cognitive ability and civil conduct capacity． Therefore，for insurance contract for
minors with death as the condition for the payment of insurance benefits，there are restrictions in terms of the appli-
cant，the insured＇s consent and the benefit size in the Insurance Law of China． The Interpretation Ⅲ of the Insur-
ance Law relaxed such restrictions by expanding the applicant from“parents”to“any other person fulfilling the du-
ty of guardianship”and revising the exercise of the insured＇s consent allowing forms other than in writ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issues unresolved regarding the standard for applicant identity，the source of the insurable inter-
est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onsent for the minor＇s parents and so on． There are needs for minor insurance of-
fering death benefit，therefo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stability，moral hazard preven-
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n the insured＇s personality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insurance applicants should be limited
to relatives with guardianship． The age of death should be restricted effectively instead of the insured＇s age at policy
application． The insurance amount should be limited to funeral expenses，and the contract can be entered into with-
out the insured＇s consent when the insured is under 16 years old． The minor can consent to or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whose benefit is in excess of the funeral expenses by using“the insured＇s consent right”，otherwise
the amount will be limited to the funeral expense． The function of minor insurance with death benefit can be better
employed through separation of the insurance applicant and the person with the right of consent，and making flexible
provisions for schools and other soci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minors; insurance offering death benefit; right of consent; guardian; funeral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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